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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曼哈顿工程”为例，探讨大语言模型在科技史研究中的反事实推演能力和价值。研

究采用DeepSeek-V3.2、文心5.0 Preview、智谱清言GLM-4.6三款大语言模型进行多轮实验，发现各模型

在推演结论上高度一致：“珍珠港事件未发生”将导致“曼哈顿工程”启动延迟、资源投入缩减、组织模

式由军事集中转向科研分散等。结果表明，大语言模型能够模拟历史可能路径，揭示科技发展对政治语

境与社会动员的深刻依赖，有望为科技史研究提供系统化、可验证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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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taking the “Manhattan Project”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 for counterfactual reasoning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rough multiple 
rounds of experiments using DeepSeek-V3.2, ERNIE Bot 5.0 Preview, and GLM-4.6, a strong consensus has been 
observed: the absence of “Attack on Pearl Harbor” would have led to a delayed initiation of the Manhattan Project, 
reduced resource investment, and a shift from a military-centralized to an academically decentralized organization.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LLMs can effectively simulate alternative historical pathways, revealing the 
profound dependence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n political context and social mobilization, thus offering a 
systematic and verifiable new approach for research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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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科技史研究中存在着“辉格史观”，常以

当下“胜利者”视角和目的论方式解读历史，

把复杂进程简化为通向必然结果的单一路径，

遮蔽了历史的复杂性、偶然性与多元可能。在

描述重大科技变革时，这种决定论色彩尤为明

显。历史的因果结构并非简单的线性决定链条，

而是由大量相互关联的事件与条件编织成的复

杂网络。[1] 因此，提出“如果……会怎样”这

类反事实问题并非无谓臆想，而是有助于揭示

出潜在的可能性。

在科技史研究中运用反事实分析具有一定

的理论与实践价值。理论层面，推演未曾发生

但可能发生的历史情景，为历史决定论带来挑

战；实践层面，反事实分析能够深化对特定历

史事件的理解。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曼

哈顿工程”为例，关于其如何成功研制出原子

弹和推动大科学时代来临的历史叙事已颇为丰

富。[2] 然而，对于特定政治事件、组织决策或

个人行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传统叙事方式则

难以给出超越既定事实的解释。对此，反事实

分析能提供独特洞见。

然而，针对科技史的传统反事实分析高

度依赖研究者的专业知识与主观构想，且推演

结果的连贯性与合理性受限于个体的知识和能

力边界。近年来，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的迅猛发展为突破这一瓶颈带来

了新机遇。LLM 拥有基于海量涵盖历史、科学、

政治、文化等多维度训练数据构建的知识基底，

以及日益强大的逻辑推理与情境模拟能力。这

使得 LLM 能够超越人类个体局限，模拟复杂的

反事实历史情境。基于此，本文以“曼哈顿工程”

为核心案例，探讨基于 LLM 的反事实推演在科

技史研究中的应用，以期为科技史、STS 乃至

科技战略分析提供一种新方法。

一、约束框架与研究方法

1. 三重约束框架

反事实推演在科技史研究中并不鲜见。弗

格森（Niall Ferguson）就曾系统论证过反事实

分析的价值，指出其能打破历史决定论的桎梏，

通过构建“可能的世界”来检验历史因果关系。
[3] 霍桑（Geoffrey Hawthorn）阐明了反事实推

演需遵循仅改变关键变量的“最小改写”原则，

通过保持历史背景的整体稳定来确保推演的合

理性。[4] 福格尔（Robert W. Fogel）对铁路的

经济影响研究开创了量化反事实的先河，尽管

其方法的争议性较大，但确实激发了学界对历

史可能性边界的反思。[5] 泰特洛克 （Philip E. 
Tetlock）等把反事实推演应用到政治史研究，

论证了关键节点上的偶然决策对宏观历史走向

的影响。[6] 然而，传统科技史中的反事实分析

多局限于零散的“思想实验”——如讨论“若

爱因斯坦未致信罗斯福，曼哈顿工程会否延

迟”[7]——这类研究受到研究者个体能力和知

识边界的限制，很难系统开展多种可能性的探

讨。卡特赖特（Nancy Cartwright）曾提醒过反

事实分析的潜在风险，即过度依赖叙事连贯性

而忽略历史证据的碎片化事实。[8]

LLM 在推理能力上的突破为反事实推演开

辟了新路径。布朗（Tom Brown）指出，通过

无监督学习，LLM 已经掌握了语言中隐含的常

识与因果模式，从而能进行“if-then”式的条

件推演。[9] 魏（Jason Wei）等 提出的“思维链”

技术表明，LLM 能够通过多步推理生成连贯的

逻辑链条，提升在复杂任务中的表现。[10] 此外，

LLM 还具备一定的情境模拟能力，能够动态维

持反事实世界的状态——例如在历史推演中保

持政治和技术条件的内在一致性。[11]，[12] 然而，

将LLM应用于历史研究的挑战依然不少。例如，

LLM 存在所谓的“幻觉”问题，有可能生成与

史实相悖的内容；[13] 训练数据本身潜藏的历史

偏见也可能被 LLM 复刻和延续。[14]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尝试构建一个三重约

束框架。其一，“最小改写”原则源自反事实

推演的哲学基础，要求只改变关键历史节点而

尽可能保持其他宏观条件不变，避免推演成为

某种任意臆想；[15] 其二，“逻辑一致性”约束

强调反事实叙事须符合当时的社会、技术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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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背景；[3] 其三，“多路径推演”策略借鉴了复

杂系统理论的多模型思维，以探究历史走向的

多种可能性。[16] 此外，这一框架也吸收了历史

方法论中的“对比案例”思想，[17] 注重可验证性。

2.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将从可行性分析、方法设

计及结果评估三个层面展开论述，确保推理过

程既尊重历史复杂性，又发挥 LLM 的生成性能

力。

利用 LLM 进行反事实推演的可行性在于：

第一，模型在超大规模文本数据上自监督训练，

形成跨领域知识表征，可随上下文提示模拟不

同时代的语言风格与认知模式；[9] 第二，模型

具备情境建模与逻辑链推演能力，可借助“思

维链”等实现多步条件推理，并维持变量间因

果关系；[10] 第三，模型的生成性与灵活性支持

多路径探索，能快速生成多个反事实分支以描

绘历史可能性空间。[11]

提示词是方法设计的关键，需包含四要素

的结构化模板：历史背景、待改变的转折点、

不变约束条件、具体推理问题。本文设计的提

示词为：“你的身份是一名科技社会学研究者。

现在需要你针对二战时期的曼哈顿工程进行反

事实推演：假设珍珠港事件没有发生，但欧洲

战场的局势和爱因斯坦致信罗斯福等科学建议

依然存在，请基于 1941-1945 年的全球政治、

军事和科技背景，推演美国曼哈顿工程可能的

发展路径。请重点分析：（1）曼哈顿工程启动

的政治动因和时机；（2）资源投入的规模和速

度；（3）最终的组织模式会有什么不同？”

对于结果评估，本文主要使用多款不同的

LLM 对同一提示词进行多轮的回答与比较来实

现。本研究采用国内主流的三款前沿 LLM，分

别是 DeepSeek-V3.2、文心 5.0 Preview 和智谱

清言 GLM-4.6，每个模型分别进行 3 轮独立实

验，步骤为：（1）新建对话；（2）发送提示词；（3）

记录完整响应；（4）清空会话；（5）重复 3 次；（6）

切换模型重复。

二、以“曼哈顿工程”为例的
反事实推演

“曼哈顿工程”案例具有代表性，牵涉科学、

政治、军事与经济等多维交互，且史料较完整，

便于从政治动因与时机、资源投入规模与速度、

组织模式等三个维度建立分析基线（见表 1）。

主流叙事认为其是 1942 年在罗斯福支持下启

动，集结顶尖科学家，采取集中化、军事化组

织，并于 1945 年成功试爆原子弹，[7] 因而被视

为“大科学”开端。[2] 传统史学多将“珍珠港

事件”视为关键节点，而反事实推演允许剥离

这一变量，以评估其影响。

1. 基于 DeepSeek-V3.2 的反事实推演

通过基于 DeepSeek-V3.2 三轮的实验可以

发现，推演结果在总体方向上高度一致（如表

2 所示）。通过模型推演可以看出，在“珍珠港

分析维度 真实历史

政治动因与启动时机
直接动因：珍珠港事件引发美国全面参战，产生紧迫的战争需求；
时机：1942 年8 月迅速启动，作为最高优先级战争项目；
政治环境：举国一致支持，国会迅速批准拨款。

资源投入规模与速度

资金：约20 亿美元（相当于2024 年300 多亿美元）；
人力：超过13 万人参与，军方强力动员；
速度：“冲刺模式”，3 年内从启动到首次核试验；
设施：大规模集中建设（橡树岭、汉福德等）。

组织模式

领导结构：陆军工程兵团主导（格罗夫斯将军），高度集中；
合作模式：政府- 军方- 工业- 学术强力整合；
决策方式：军方主导，命令链明确；
保密性：极端保密，严格信息控制；
文化：“军事任务”导向，强调实用产出。

表1  “曼哈顿工程”真实历史基线表

《自然辩证法通讯》 第 48 卷 第 12 期（2026 年 12 月）: 5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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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未发生的假设下，曼哈顿工程的启动时

机将延迟至 1943 年甚至更晚。这种启动时间的

延迟并非偶然，而是由于政治动因的转变。在

反事实设定下，曼哈顿工程的直接驱动力从“战

时紧急需求”转向了由科学精英主导的长期战

略游说。此外，在缺乏直接战争刺激的背景下，

美国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情绪和财政保守主义

成为主要阻力，促使决策过程从“战时特权下

的冲刺”转变为基于情报评估和科学报告的渐

进式决策。这也表明，重大科技项目的启动窗

口不仅取决于技术储备，更深刻依赖于特定的

政治动员环境。

在资源投入规模与速度方面，推演结果显

示核计划的推进模式发生了明显的转型。由于

失去了战时背景下的绝对优先地位，项目的资

源投入规模大幅缩减，预计总投资将由真实历

史的 20 亿美元降至 5-10 亿美元水平。投入模

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由真实历史中为了抢

时间而不计成本、多线并行的同步开发，转向

了技术路线分阶段验证、先试点后扩产的循序

渐进的开发逻辑。这种更加稳健的研究模式导

致关键工程节点（如铀浓缩设施的大规模建设）

出现明显的后移，使得原子弹的问世时间也随

之推迟至 1946 年。这一推演结果也说明了，大

科学工程的推进速度实质上是行政意志对社会

资源进行压缩与集中的结果。

在组织模式与治理结构方面，推演结果则

呈现出明显的“去军事化”的趋势。不同于真

实历史中由陆军工程兵团主导的高度集中、军

事化管理模式，反事实情境下的组织架构则更

倾向于由国家科学院或文职机构牵头的“学术 -

政府协同”模式。在这种结构下，科学家们拥

有更高的决策自主权和话语权，管理氛围更接

近于战后国家实验室的学术共同体，而非严密

的军事单位。虽然这种模式可能会促进国际科

研协作，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军事化指挥体系，

因此，该项目在跨部门协调中会面临更多的制

约与沟通协调成本，导致执行效率在常规社会

环境下出现下降。

总的来看，DeepSeek-V3.2 在三轮实验中

展现出极高的一致性，推演结论几乎没有出现

大的偏差。无论是对项目启动时机的判断，还

是对资源规模和组织架构的构想，模型在三次

独立测试中给出的答案都高度契合，始终紧扣

着“非战争环境下项目进度必然放缓”这一核

心逻辑。

2. 基于文心 5.0 Preview 的反事实推演

在 政 治 动 因 与 启 动 时 机 方 面， 文 心 5.0 
Preview 的三轮推演都存在“战略威慑”导向。

在失去珍珠港事件的直接刺激后，核计划的性

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具备实战用途的武器

系统转向为旨在打破技术垄断的战略制衡手

段。在这一背景下，模型将“英国 MAUD 委员

会”报告及 1942 年芝加哥大学的人工受控核链

式反应的实验实现视为关键的技术与政策催化

剂。这种转变导致其在政治决策中的优先级下

降，行政部门必须以“国防科研”名义通过长

期的政治博弈来对冲国内孤立主义阻力，从而

面对复杂的国会拨款程序。

在资源投入规模与速度方面，由于必须与

推演轮次 政治动因与启动时机 资源投入规模与速度 组织模式与治理结构

第一轮
模型判断项目不具备战时紧
迫性，启动时间被推迟至1943
年以后，决策节奏明显放缓。

资源投入显著低于真实历史，
采取循序渐进的配置方式，以
控制技术风险。

组织结构呈现去军事化趋势，
科研机构在项目中占据主导
地位。

第二轮
启动时间判断与第一轮保持
一致，仍强调技术与政策条件
尚未成熟。

投入规模判断基本不变，强调
阶段性评估后再追加资源。

组织模式未出现方向性变化，
继续强调科研主导与行政协
调。

第三轮
启动延迟判断在第三轮中保
持稳定，未出现提前启动的推
演结果。

资源投入判断与前两轮一致，
未出现大规模集中投入情形。

组织结构判断稳定，未出现高
度军事化或集中化管理模式。

表2  基于 DeepSeek-V3.2 的三轮实验结果

大语言模型的反事实推演在科技史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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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克、飞机等常规军工项目竞争资源，核计划

的资金规模被大幅压缩（预计降至历史水平的

1/3 至 1/2），资源获取方式也需遵循常规财政逻

辑而非战时动员逻辑。在人力资源配置上，实

验数据预估科研团队规模将较真实历史缩减约

30%。这也促使研发策略由多条技术路径的并

行开发，转向了对特定技术方案的选择性开发。

例如，通过集中资源优先保障铀浓缩路径，相

应地延缓了钚弹的开发进程。这种调整导致汉

福德等核心工厂建设全面滞后，最终使得核武

器无法在 1945 年前问世。

最 后， 在 组 织 模 式 与 治 理 结 构 方 面， 可

以发现在权力分配与协作机制上存在着“学

术 - 政府协同”的特点。权力核心由军方统筹

转向了以科学研究发展局（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SRD） 或 国 家 科

学院为首的文官系统。在这一背景下，布什

（Vannevar Bush）或费米（Enrico Fermi）等学

者可能出任总负责人，而奥本海默的角色则更

偏向“首席科学顾问”。科学家在维持更高决

策权的同时，也面临着跨部门协调困难带来的

效率下降问题。这种模式虽然在 1944 年前后促

进了放射性同位素等民用领域的早期探索，但

由于保密级别的降低与军事执行力的弱化，使

该项目从一个国家工程转变为了大型的科研项

目。

表 3 可以看出，文心 5.0 Preview 的三轮推

演结果也基本一致。模型通过引入具体的资

金缩减数值、人力规模变化，并结合 OSRD 与

“MAUD 委员会”等历史线索，将反事实逻辑

与具体的物质资源约束紧密联系。

3. 基于 GLM-4.6 实验结果的分析

在政治动因与启动时机方面，三轮实验的

结果一致表明，在没有珍珠港事件冲击的假设

下，核计划的启动不再是行政意志的产物，而

是演变为了一个充满政治不确定性且依赖于技

术论证的结果。由于缺失了战时特殊环境赋予

政府的超常规的行政动员权限，罗斯福政府必

须在应对国内孤立主义势力质疑的同时，通过

持续的情报研判升级与长期性的政治引导，并

在复杂的立法程序中寻求国会对高额研发预算

的授权。在这种决策环境的改变下，1943 年成

为一个充满政策变数的关键时间节点，并直接

导致项目的推进节奏从真实历史中不计代价的

动员模式，回归到了遵循常规治理流程的国家

重大科技工程研发逻辑。

在资源投入规模与速度方面，可以发现在

资源获取上有着资源配置受到“竞争性挤压”

的特点。在本研究的假设下，核计划在和平时

期丧失了最高优先级，因此工程必须在严苛的

财政审查、联邦采购流程及劳工法规约束下推

进。此外，资源规模的大幅缩减不仅削弱了工

业产能的扩张，更迫使研发策略从原有的多条

技术路径并行推进，转向对少数高可行性方案

推演轮次 政治动因与启动时机 资源投入规模与速度 组织模式与治理结构

第一轮

核心动因转向“防止德国核
垄断”的战略威慑；启动时机
延迟至1943 年前后，政策逻
辑由“战争应急”转为常规

“国防科研”。

资金降至 10-15 亿美元，依
赖国会专项拨款而非战时
紧 急 拨 款；人 力 缩 减30%-
40%，首 次 核 试 验 推 迟 至 
1946 年。

转向“科研机构主导+ 政府协
调”模式，由国家科学院等牵
头；军事色彩减弱，奥本海默
角色偏向“首席科学顾问”。

第二轮

强调国内孤立主义情绪对决
策的影响，需长期舆论引导；
启动时间推迟至 1943 年甚至
更晚，项目长期停留在实验
室研究的阶段。

投 入 规 模 仅 为 历 史 的1/3-
1/2，更多依赖私人资本与高
校实验室；缺乏大规模工厂
建设，研发周期显著延长。

主导权由OSRD 掌握，军方紧
迫感不足；倾向于“独立研发”
而非国际协作，部分民用研究
提前公开。

第三轮

延续“铀委员会”模式进行
防御性科研，优先级低于常
规军工生产；因缺乏“战时
特权”，需通过国会特别拨款
推动。

初期拨款大幅收缩，动员规
模仅3-5 万人；关键设施建
设推迟至1944 年后，判断核
计划难以在1945 年前完成
武器化。

初期由OSRD 主导而非陆军接
管；科学家保留决策权导致项
目效率降低，组织形态从“军
事化”转向“松散科研主导”。

表3  基于文心 5.0 Preview 的三轮实验过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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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项目失败的

风险。由于这种制度性制约导致的工程滞后，

使得原子弹无法在二战结束前完成武器化，从

而在逻辑上推导出了另一种战争演进路径。 
在组织模式与治理结构方面，三轮推演均

体现出管理体制的转型趋势：由最初的高度集

中的军事化领导，逐步转向由文职机构与学术

团体共同构成的协作体系。推演结果一致显示，

权力重心由军方转移至文职官员与科学家组成

的协调机构，其组织形态表现出类似于战后国

家实验室的协作特征。在这种架构下，科学家

获得了更大的决策自主权，且伦理与学术论证

被纳入决策环节，但同时也产生了明显的程序

性成本与效率损耗。这种演变逻辑说明，在非

极端战争环境下，大科学项目必须适应更加复

杂的制度治理环境。

由表 4 可见，GLM-4.6 的三轮推演更侧重

于捕捉复杂的社会过程。模型在三次实验中始

终紧扣法律程序、伦理辩论以及公众舆论等制

度性阻力，展现了科技项目如何从极端的军事

化状态回归到常规的社会治理逻辑。

三、讨      论

1. 单个模型的反事实推演分析结果比较

前文已分别呈现 DeepSeek-V3.2、文心 5.0 
Preview 与 GLM-4.6 在同一反事实设定下的推

演结果，本节不再重复共同结论，而是从政治

动因与时机、资源投入与速度、组织模式与治

理结构三个维度比较三模型的差异化侧重，以

识别其机制重心与敏感条件。如图 1 所示，三

种模型在保持核心共识的同时，展现出各自独

特的分析风格和理论贡献，形成了有价值的互

补关系。

首先，在政治动因与启动时机方面，三款

模型展现了不同的解释路径。

（1）DeepSeek-V3.2 侧 重 于“ 内 外 因 结 合

与时机捕捉”，认为项目的启动既离不开科学

界精英在内部的持续推动，也受到外部国际局

势突发变动的影响；只有当内部的准备和外部

的触发条件同时具备，即开启了一个特定的“政

策机会窗口”时，决策层才会最终拍板启动项

目。

（2）文心 5.0Preview 则更依赖“历史线索

与战略定位”。它将非战争背景下的核计划看

作一种为了打破潜在技术垄断、维持战略平衡

的工具。该模型更加注重挖掘具体的历史证据，

详细论证了诸如英国 MAUD 委员会报告这样的

关键文件，是如何在当时不紧迫的环境下起到

了加速决策的关键作用。

（3）相比之下，GLM-4.6 更关注“多方博

弈与共识达成”的过程。该模型强调启动决策

绝非一蹴而就，而是科学家、政治家和情报机

构等多方力量在长期的舆论动员和反复谈判中

推演轮次 政治动因与启动时机 资源投入规模与速度 组织模式与治理结构

第一轮

对 纳 粹 核 威 胁 的 恐 惧 不 足
以催生总动员，启动延迟至
1943 年中后期；面临孤立主
义与财政保守主义的双重政
治阻力。

投入规模缩减30%–50%，陷
入常规联邦采购与劳工法
规限制；项目由“冲刺”变
为“马拉松”，二战结束前
难以问世。

转向“政治家- 科学家”联盟，
由文职管理者取代军方领导；
组织形态接近战后国家实验
室系统的早期雏形。

第二轮

启动过程充满犹豫与博弈，
由 小 规 模 研 究 计 划 渐 进 升
级；1943 年成为决策关键窗
口，项目可能升级为“国家
战略工程”。

预 算 规 模 仅 为 历 史 的1/3–
1/2，需与其他军备项目竞争
资源；关键设施建设周期翻
倍，进度显著放缓。

成立跨部门“原子能研究委员
会”，军方角色被限定在安保
与后勤；国会监督委员会权力
增大，项目透明度相对更高。

第三轮

以“战略焦虑”为驱动，依赖
爱因斯坦信件与情报作为催
化剂；分阶段渐进启动，国会
批准大规模预算的过程艰难
迟缓。

资源获取遵循“和平时期
的逻辑”，面临法律和程序
阻碍；至1945 年可能仍处于
工程验证阶段，进度比真实
历史慢2–3 年。

由高级别文官委员会领导，科
学家拥有更大自主权与话语
权；伦理辩论前置化，“学术争
鸣”氛围取代了军事命令链。

表4  基于GLM-4.6的三轮实验结果

大语言模型的反事实推演在科技史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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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妥协的结果。这种解释突出了决策过程是

如何受制于复杂的政治环境，并随着环境变化

而缓慢推进的特点。

其次，在资源投入规模与速度方面，各模

型的差异主要集中在对“效率损耗”机制的理

解上。

（1）DeepSeek-V3.2 侧 重 于“ 研 发 模 式 的

转变与量化估算”。该模型提供了具体的预算

预测，并指出进度滞后的核心原因在于开发逻

辑的变化。通过该模型的推演来看，核计划从

战时不计成本、多条技术路径同时推进的同步

模式，转变为先验证、后扩产的循序渐进模式。

这种研发顺序的调整，也被视为导致项目关键

节点向后推移的主要变量。

（2）文心 5.0 Preview 侧重于“部门间的资

源争夺与挤压”。它将眼光投向了工业产能的

分配问题。该模型认为，在非战争状态下，核

计划不再拥有绝对的优先权，必须与飞机、坦

克等常规军工项目争夺有限的钢材、电力和技

术劳动力。正是这种来自其他军事部门的资源

挤压，限制了核设施的建设规模，从而拖慢了

整体进度。

（3）GLM-4.6 则侧重于“管理程序与制度

性成本”。它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出发，认为在

常规环境下，项目必须遵守复杂的行政规则。

例如，物资采购需要漫长的招标流程，合同签

署涉及多方商业谈判，人员雇佣也必须符合劳

工法规。这些在战时可以被特事特办绕过的问

题，在这一设定下则变成了必须付出的时间成

本，因此也成为了导致研发周期延长 2-3 年的

关键因素。

最后，在组织模式与治理结构方面，三者

对管理体制转型的侧重点各异。

（1）DeepSeek-V3.2 侧 重 于“ 协 作 形 态 的

去中心化与协调成本”。该模型描绘了一种不

同于军方管理的网络化协作模式。它认为，在

失去了军事命令链的强制约束后，项目演变成

了一个由多个研究机构构成的松散联盟。虽然

这种模式增加了灵活性，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指

挥核心，跨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变得更加困

难。

（2）文心 5.0 Preview 更侧重于“文官建制

化与科学家的决策地位”。该模型提出了一个

非常具体的行政方案，即将项目置于 OSRD 等

文职机构的主导之下。它强调，在非战争环境

下，科学家不再仅仅是技术的执行者，而是更

多地承担起“科学顾问”的角色，拥有了更高

的学术自主权和决策参与度。这种转变体现了

科研逻辑对军事逻辑的替代。

（3）GLM-4.6 则 侧 重 于“ 外 部 治 理 规 范

对组织的塑造”。它将核计划放在一个更广阔

的社会治理框架中进行考量。该模型认为，常

规时期的组织形态必须服从于外部规则，包括

国会的预算监督、社会层面的伦理辩论以及更

加透明但也更复杂的保密分级制度。这些外部

约束机制共同塑造了项目的运行轨迹，使得项

目管理必须在透明度与效率之间进行艰难的平

衡。

2. 模型间的反事实推演分析结果比较

三种模型在核心推演结论上展现出高度一

图1  各模型推演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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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这种跨模型共识极大地增强了反事实推

演的可信度。所有模型一致认为，“珍珠港事件”

的缺失将导致“曼哈顿工程”发生根本性转型。

从历史上“赢得战争”的紧急军事项目转变为

“战略威慑”驱动的长期科研计划。这种高度

一致性不仅验证了利用 LLM 进行反事实推演的

可靠性，更重要的是揭示了科技发展路径对政

治语境的深刻依赖。

如表 5 所示，三种模型在保持核心共识的

同时，展现出各自独特的分析风格和理论贡献，

形成了有价值的互补关系。DeepSeek-V3.2 以

其结构化的比较分析方法见长，擅长揭示“历

史偶然性”和“关键节点”对科技项目的塑造

作用；文心 5.0 Preview 体现出量化分析特色，

提供了具体的资金数额、人力缩减比例等详细

估计；GLM-4.6 创造了“地缘战略威慑”“科学

保险”等概念工具，从社会建构视角深入分析

了项目合法性在不同社会语境中的建构过程。

结      论

通过系统运用三种 LLM 对“曼哈顿工程”

进行反事实推演，实证验证了该方法在科技史

研究中的可行性与独特价值。三种模型对“珍

珠港事件未发生”这一反事实情境的推演达成

共识，不仅强化了推演结论的稳健性，更是从

跨模型比较的角度确证了STS的一个核心命题：

重大科技项目的路径、规模与形态并非由技术

逻辑单向决定，而是受到特定政治语境、资源

动员模式与社会建构过程的深刻塑造。[18]，[19]

在当今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理解科技与社

会因素的复杂互动，对于制定有效的科技创新

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从研究方法看，基于 LLM 的反事实推演不

仅提供了关于“曼哈顿工程”这一历史案例的

新洞见，更展示了一条人机协作的科技史研究

新路径和 LLM 的社会科学研究潜力。当然，本

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方面，这种反事实

推演方式，本质上仍受制于 LLM 训练数据中隐

含的历史叙事框架；另一方面，反事实推演结

果的评估尚缺乏客观的量化标准，提示词设计

虽力求严谨，但仍可能无形中引导了模型的推

理方向。未来可在三方面深化研究：一是将基

于 LLM 的反事实推演方法应用到更多的科技史

事件分析，以检验方法的普适性；二是构建更

精细的提示词框架，融入更多的制度细节与约

束条件，提升推演的历史贴合度；三是将 LLM
与因果推断模型相结合，打造一个能够量化分

析的反事实推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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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维度 DeepSeek-V3.2 文心 5.0 Preview GLM-4.6

政治动因与
启动时机

缺乏“震撼效应”，依赖
情报与科学建议评估；
1943 年 或 更 晚 启 动，依
赖外部催化剂。

由“战争应急”转向“战略威慑”；
1943 年启动，引用MAUD 报告等
具体事件。

强调生存威胁转向地缘博弈与
公众舆论；
1943-44 年渐进启动，叙事更生
动。

资源投入规
模与速度

规模：5-10 亿美元（减
半）；时间：1946 年或更
晚试爆；视角：强调战争
驱动力的缺失。

规模：10-15 亿美元；时间：1946
年试爆，关键节点延迟 1-2 年；视
角：强调资源竞争与优先权逻辑。

规模：仅原历史 1/3-1/2；时间：
1946 年后完成；视角：强调预算
竞争与市场制约。

组织模式与
治理结构

结构：分散、科学机构
领导；保密：降低，基础
研究更开放；合作：国际
地位更平等。

结构：从军事主导转向政府协同；
保密：降低，部分向民间开放；合
作：偏向美国独立研发。

结构：文官主导，去军事独裁化；
保密：分层保密（核心设计仍机
密）；合作：深度的“英美联合”
模式。

表5  三种LLM的反事实推演结果比较

大语言模型的反事实推演在科技史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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